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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同”

题。

本文的写作，就想集中辨析一下黄遵宪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黄遵宪究竟有没有直接参加诗界革命？要弄清这一问题，首

先必须弄清诗界革命的来龙去脉。鉴于以往人们对诗界革命的评

引 言

世纪末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

兴起了改良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前夕，夏曾佑、谭嗣

同、梁启超等首先发起了诗界革命；戊戌变法以后，文界革命与

小说界革命也相继而起。

一般认为，诗界革命的主要参加者除夏、谭、梁外，还有康

有为、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等人。其中，尤以黄遵宪诗歌创

作的成就最高，当时便被人们誉为“近来诗界三杰之冠”。

但是，也有人认为，黄遵宪与康有为并没有直接参加诗界革

命，只是“由于政治思想的一致，文艺上努力的方向也就相

而已。这实在是研究诗界革命时必须澄清的一个重要问

诗界革命与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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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正当甲午战争之后，至

述一直比较简略，这里不能不稍微多作一点叙说。

概括起来，诗界革命是以梁启超为中心人物的一次文学改革

运动，开始于戊戌前夕梁启超等人的试作“新诗”，发展于梁启

超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在《新小说》创刊后进

入高潮阶段。它虽然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毕竟自觉地反映了过

渡时代的历史要求，在我国诗史上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页。

“新诗”（一）诗界革命的兴起

提起诗界革命，人们经常征引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一段

记载：

复生（谭嗣同）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

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

三十以前之诗。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

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

穗卿（夏曾佑），而复生亦綦嗜之。

这段话概括记述了诗界革命开始阶段“新诗”的创作情况。

“丙申、丁酉，，，即

戊戌变法之前。当时，中国新败于日本，被迫割地赔款，国势更

加衰落；日本和西方列强，却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争夺世

界的斗争日趋尖锐激烈，中国也就成了众所窥伺的砧上鱼肉，瓜

分惨祸迫在眉睫。

，再加战争的失败宣告了

形势的危机，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由于受到帝

国主义列强资本输出猛增的直接刺激

民族资产

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朝政府不得不向民间资本作出让步，中国的

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有了真正的发迹，



，一时十分流行；传统的封

阶级的人数和影响迅速扩大，他们当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

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求，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至此迅即

年，康有为带头发动了著

，海内风

名的“公车上书”，随后又同梁启超等创立强学会。发行《中外

纪闻》，立意“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

气为之一变。

政治上变法维新的需要，有力地推矾了思想解放的波澜。由于

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早已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腐朽

性，此时爱国志士无不十分急切地转向国外，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

思想文化中寻求新的精神武器，留学生人数成倍增加，各种学会、

学堂、报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这样，在思想界便发生了

所谓“旧学”与“新学”的对立。夹杂着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肤浅了

解和十分幼稚的主观理想的“新学”

建思想文化，即包括旧体诗词在内的“旧学”，则受到爱国志士深深

的厌恨。“新诗”正是作为“新学”的直接产物和“旧学”的直接反

响而问世的，“新诗”的首倡者夏曾佑和随和者谭嗣同、梁启超，全

都是“旧学”的大胆叛逆，“新学”的狂热信徒。

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回忆说：

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据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

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

惟厌他，而且恨他。

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

在《谭嗣同传》中，梁启超也指出

（谭）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



正因三人有着共同的志趣，所以当他们于 年秋冬之际

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

亦好谈中国兵法，三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

豁然贯通。

相聚于北京时，来往十分密切，“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

，深深沉浸在思想解放的兴奋之中，于是“新诗”便谈学问”

应运而生了。《亡友夏穗卿先生》记载说：

他又有四首寄托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

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见

附录）⋯⋯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

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

这些话都是表现

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

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见附录）

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

坏，记不得了。

可见“新诗”的产生，首先反映了作者对于思想解放的追

求。他们为了将新的思想内容引入诗歌创作，毫无顾忌地大量采

用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即使把诗写得涩僻难懂，根本不像诗

了，也在所不惜。这一方面造成了“新诗”满纸堆积新名词的弊

病，另一方面确令“新诗”作者尝到了思想解放的欢快。梁启超

日后评述夏曾佑的一首“新诗”时，即满怀深情地回忆道：“读

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

的愉快怎么样。”

严格说来，这样的“新诗”，其实是韵文化的“新学”，它与

思想界的关系，远比与诗坛的关系更为密切。故此，“新诗”又



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　

名“新学之诗”。蒋智由后来评夏曾佑的诗时说它：“亚欧捭阖谋

着眼点都放在“新诗”所表现的“新学”

梁启超也说它：“驱役教典庖丁刀，

何况欧学皮与毛。”

上，可谓抓住了实质。

“新诗”的产生，也反映了作者在传统诗坛另辟新境的努力。

当时的正统诗坛，被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诗风统治着，不论宋

诗派末流“同光体”的“生涩奥衍”，还是假古董汉魏六朝派的

“杂凑模仿”，都只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走的是复古的老路。“新

诗”由于自觉采用了大量“新名词”，虽然仍旧是五七言诗体，

已经有了不同于旧诗的新面目，走的是努力接受外来思想文化影

响的新路，“新名词”本身也给诗坛输入了新语汇、新诗料，反

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渴望吸收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这对于

抱残守缺的正统诗坛来说，无疑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和洗刷，也就

是在事实上拉开了晚清诗界革命的序幕。朱自清先生曾高度评价

“新诗”探求新路的意义：“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出路

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

“新诗”的弊病，恰如梁启超后来指出的那样，“挦扯新名词

以自表异”。但这也是“新诗”富于时代意义的特点。“新诗”用

新名词“以自表异”，正是要力求不同于旧诗；“新诗”作者的偏

嗜，也正是要立意与旧诗决绝。这不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首先

是思想内容问题。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

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

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

焉。 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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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是直截

“新诗”与“新名词”，就这样结下不解之缘。“新诗”对

“新名词”的生吞活剥，既出于对“新学”的狂热崇仰，急切地

要用“新诗”去宣扬“新学”，同时也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

与“新学”本身的不成熟有关。梁启超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新

诗”的稚拙生硬，正可照见当时思想界的浅薄粗疏，在《饮冰室

诗话》中指出：

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

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

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就诗而论，这样的作品（见附录）当然不能算成功。梁启超

自己也承认，他所作的“新诗”，大多“皆无从臆解之语”，“苟

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

这样的诗，自然很难广泛流传。梁启超回忆“新诗”创作情

况时，总是说“吾党数子”或“吾党二三子”如何如何，足见

“新诗”作者的圈子一直很小很小。他在当时作的一首“新诗”

写道：“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

年年底，

了当地承认，“新诗”的基本作者只有夏、谭二人再加他自己。

但就是他们三人，也未能在一起相聚很久。

待他于谭嗣同即返回湖北，协助其父做了一段救灾工作；

从此以后，三人再也没有相聚于一处。这对“新诗”

年春天重回北京时，梁启超已应聘去上海担任《时务报》

主笔。不久，谭嗣同又去南京任候补知府；年底，夏曾佑也到了

天津。

的创作，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新诗”先天既已不足，后

又缺调养，终于未能健康地成长起来。

“新诗”的弊病是那样明显，不待后人启齿，梁启超等早有



学

因而，仅只简单地指摘“新诗”作者自己早已认识到的弊

病，实在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既不能解释“新诗”在当时应运而

生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法解释“新诗”作者明知其弊而綦嗜不舍

的狂热态度；如果进而仅仅根据“新诗”存在的弊病，去估价整

个诗界革命的成败，那更加违背历史的真实。拿人家自己都否定

了的东西，硬当作人家事业的主要部分，未免太不近人情，在逻

辑上恐怕也难以成立吧？“新诗”确实标志着诗界革命的开始，

但终究只是诗界革命的幼稚阶段，绝不能代表整个诗界革命运

动。

但是，硬把梁启超等试作“新诗”的努力等同于整个诗界革

命，实在已是由来已久的误解，这里不能不稍加分辨。

最先发生这一误解的大概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中说：

自知之明，《饮冰室诗话》便明确断言：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

也。吾彼时不能为诗，

之。穗卿近作殊罕见，

如在，亮亦同情。

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既久厌

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

后来人们未加深辨，将这一误解相继沿袭下来，至今几乎已

”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词以自表异

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

愿。 在韵文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有很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



年

成定论。如直至

革命’，只不过是在词句上翻弄几个新术语”。

年，曾铎《诗谈》还认为：“当初的‘诗界

年姜德明

《鲁迅与夏穗卿》也认为：“说起‘诗界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的一个文学口号。名声虽响亮，内容不过是主张在旧

诗里尽量多用新名词和新典故而已。”

随着这一误解的流行，其他误解也相继产生。如王瑶先生在

《晚清诗人黄遵宪》中断言：“晚清热心‘诗界革命’的诸人，把

诗写得根本不是诗了，连梁启超自己后来也放弃了这一运

动。”　 便是一种将“新诗”混同于诗界革命后发生的误解。实

际上，梁启超放弃的仅仅是挦扯新名词的“新诗”，并不是整个

诗界革命；恰恰相反，他正是在批评夏、谭的“新诗”之作“已

不备诗家之资格”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

吕美生同志在《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载

《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一文中，虽然指出梁启超的那段记载

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但他并不是着眼于澄清史实，而是着眼

于澄清“仿佛‘诗界革命’仅只是一个从形式着手，仅只是‘挦

扯新名词’的问题”，早已将“新诗”等于整个诗界革命作为不

言而喻的事实接受下来了。因而，他不但未能澄清胡适的误解，

甚而得出了诗界革命从来未曾成为一个文学运动的错误结论。

诗界革命的意义，一般总被低估，这与“新诗”往往被误解

为整个诗界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不持有这一成见，那

就不难发现整个诗界革命是否真的“自然不彻底，自然要失

败”， 实在很难断言；即使仅就“新诗”而论，也不能说它没

有取得相当的成功。正像我们今天已经不大能领会“新诗”在当

年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而对其浅薄粗疏却看得格外清楚一样，

现在人们对“新诗”的弊病往往特别敏感，而对其在诗界的开拓

作用却很容易忽视。实际上，在当年要把诗歌创作引上努力接受



故决心运用文艺武器，为变法维新

外来思想文化影响的新路，不能不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果敢的决

断。“新诗”稚拙生硬的弊病，同它探求新路的意义比较起来，

毕竟只能占次要的位置。即使仅从为诗界革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教训而言，“新诗”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改良主义变法维新政治运动的高潮已

经过去，而改良主义文学改革运动的高潮，则在变法失败以后方

才澎湃掀起。

因而，很自然地注意到了文艺的巨大作用：‘

戊戌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领袖人物早已认识到

思想宣传的重要，认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

义”。 本之变

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

的政治运动服务。“新诗”的创作，就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年年底，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

戊戌之后，改良派的主要任务，被迫由政治斗争转为思想宣

传，文艺的巨大作用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作为改良派第二号领

袖人物和首席宣传家的梁启超，此时开始自觉地组织发动改良主

义的文学改革运动。

年在《论小说与群序》，提倡“政治小说”，这实际是他于

年年底，治之关系》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的前奏；

他又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口

号。至此，改良主义文学改革运动全面展开，最早兴起的诗界革

命也就成为整个改良主义文学学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界革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梁启超是这样论述的：

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即麦哲伦）然后可。

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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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鲜明的政治色彩，成为不同于传

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

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生动地反映了诗坛的变革要求和

改良派诗歌创作的兴旺发展。

年年底，流亡日本的改良派人士创办起机关刊物《清

议报》，由梁启超担任主笔，他特辟“诗界潮音集”一栏，专门

发表改良派人士及其同情者的诗作。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比较一

致，诗作的思想内容也比较接近，很快形成了改良派诗歌的共同

特点

统诗歌的改良主义的“新派诗”，诗界革命的口号正是这一诗坛

变革的理论表述。

夏、谭、梁等试作“新诗”时期，还只是少数挚友相互唱

和，写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看懂的诗作，并未普遍联系改良派

的诗歌作者，读者的圈子也一直很小；《清议报》时期，则是一

大批改良派人士及其同情者，在一块共同的阵地上集中发表诗作

了。改良派的主要诗歌作者几乎全部聚拢在这里，读者范围也大

大扩展。这使得改良派的诗歌创作，冲出了友朋赠答的小圈子，

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正建立在这

一基础之上。

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还生动地反映了时代风气的变

化 。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门户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叩

开；但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使臣驻

节北京，也开始向外国派遣使臣和留学生，中国与世隔绝的状况

才真正有所改变。海外世界的开放，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输

入，空前地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于是诗歌创作得以表现“古人未



那种传

有之物，未辟之境” 诗坛这才真正有了新的出路。“新诗”

的问世，正是这一时代风气变化的产物。经过“戊戌新政”的冲

激振荡，时代风气的移易更为显著，这当然要在诗坛引起进一步

的反应。梁启超在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时，即首先强调了吸

收外来思想文化的必要：

然此境至今

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

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

为诗。⋯⋯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之诗王矣。宋明人

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具备者。

日，又已成旧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

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

切，今尚未有其人也。

正是在敏锐地认识到过渡时代不能不向外界开放的历史要求

之后，梁启超才充满信心地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

因此，诗界革命口号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拟古主

义、形式主义的倾向，是极其有力的批判和否定。它所要求的创

新，已经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整个改良主义文学改革运动，正是

统诗坛自身的嬗变，而是在外来思想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在诗界

“锐意欲造新国”的自觉努力。不但诗界革命如此，文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也无不如此。

在自觉吸收了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后才兴起来的。

诗界革命的口号，也明显总结了“新诗”的经验教训。戊戌

之前，由于有更加紧迫的政治斗争任务，改良派不可能对文艺过

多措意，“新诗”便根本忽略了文艺自身的特点。梁启超在正式

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时，要求诗歌创作必须“三长具备”，则意味



直接向中国输入了外国诗歌的营养。从第四号起，又辟

期。继续辟有

着改良派已经开始重视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不再简单地把诗歌

仅仅看作宣扬“新学”的工具了；“三长”之一是“新语句”，又

意味着肯定了“新诗”的创新成就，决心继续走“新诗”拓出的

新路。

至此，诗界革命便脱离了它的幼稚时期，进入了发展阶段。

（三）诗界革命的高潮

口号正式提出之后，诗界革命以改良派机关刊物《清议报》、

《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主要阵地，积极向前推进，直至走

向高潮，也随着这几个刊物的停办而告一段落。

，旬刊，共出一百期。辟有“诗界《清议报》

潮音集”专栏，发表了一百多个作者的八百多首诗篇，为诗界革

命口号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也为诗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出

了贡献。梁启超在该刊百期祝辞中热烈赞扬这一专栏“类皆以诗

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

，半月刊，共出《新民丛报》

“诗界潮音集”专栏，发表了五十多个作者的五百余首诗篇。在

第二号还曾特辟“棒喝集”专栏，发表了四首德日爱国歌曲的译

词，

有“饮冰室诗话”专栏，连续发表梁启超鼓吹诗界革命的主张，

有力地扩大了诗界革命的影响。

“诗界潮音集”专栏，是改良派公开的诗歌创作阵地，集中

发表了大量诗作，显示出改良派诗歌创作的兴旺发展，对诗界革

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思想内容看，“潮音集”的作品，大多直接为改良派的政

治斗争服务，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爱国热情。《清议报》时

期和《新民丛报》时期，又各有侧重。



同样是在表达对国事的忧愤，但已不是从瓜分在即

《清议报》时期，主要是鼓吹变法维新，揭露中国空前危机的

局势，痛斥清朝政府的酷虐专制和腐败卖国，抒发甘愿为维新事

业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如“生死男儿等闲事，安排斧钺好头

颅”；“欲把头颅换太平，维新有例血流成”；“神州若睹文明日，

始信英雄血换来”（原诗俱见附录）等诗句，都洋溢着视死如归的

豪情。作者笔名多署“痛哭生”、“铁血子”、“孥云剑客”、“铁血

头陀”、“怒目金刚”、“天南侠子”、“自由斋主人”、“突飞之少

年”、“最恶守旧者”、“先忧后乐生”等；诗题则多为《感怀》、

《感事》、《书愤》、《刺时》、《痛哭》、《忧国》、《伤时事》、《唤国魂》

等。仅从这些笔名和诗题，已可看出诗作的内容特色。这些诗作，

清楚地显示出改良派人士处于历史上升时期昂扬自信的精神面貌。

《新民丛报》时期，由于直接的政治斗争日益退居次地位，

诗作内容也就从主要鼓吹变法维新，变为主要宣扬资产阶级的民

主主义思想了。如醒狮（蒋智由）的《题黑奴吁天录后》云：

“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稀黄种前途事，岂独伤

心在黑奴

的危局着眼，提出亡国的可能以警世，而是从资产阶级的平等自

由观念出发，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必将导致亡国、亡种的境

地。梁启超的《自励二首》之二，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上发表了两次，最鲜明地表现出矢志输入西方新思潮的坚强信

念，一时影响很大。诗云：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月刊，断断续续共出 期。该刊

无可否认，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确实具有

甘愿为事业和理想献身的精神。抒写这种献身精神的诗作，自然

也就具有了真切感人的力量。

从艺术形式上看，“潮音集”的作品，基本还是传统的旧体

诗，但由于思想内容的变化和宣传鼓动的实际需要，从一开始便

主要沿着两个发展趋势突破了旧体诗的束缚。

其一，吸取“新诗”的经验，继续大胆采用新学理和新名

词。如长眉罗汉的《和怒目金刚刺时原韵》云：“兰芷香供民主

像，蔷薇红插圣军旗。英雄革命从来事，欧美流风有所思。”自

由斋主人的《伤时事》云：“东亚荆楱壮士忧，自强回首看欧洲。

脑筋发达人难阻，法律精神我自由。”全都以新学理和新名词，

表达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热切向往，无论立意还是词语，都

是传统诗歌未曾有过的新东西。

其二，自觉吸收民歌和民间说唱的滋养，沿着趋近口语的通

俗化方向发展。《清议报》时期，已经出现了大量通俗体诗作，

如蒋智由的《闻蟋蟀有感》和《奴才好》，亚洲诗三郎的《纵横

行》，秀水董寿的《爱国自强歌》等，都很接近于民间文艺的风

格；西樵樵子的《心不死》和铁血头陀的《危哉行》，更已基本

是新式的语体诗了（见附录）。《新民丛报》时期，一些作品直接

标明“俚词”、“俗调”等，继续保持了通俗化的趋势。

这两种冲破旧体诗束缚的趋势，特别是通俗化的趋势，在

《新小说》创刊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诗界革命也就进入了高潮

阶段。

《新小说》

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新小

筹办时，黄遵宪曾写信给梁启超，建议创作一种内容上“弃史籍

而采近事”，形式上“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通俗体诗，“易

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 。　　



。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创刊时特辟“杂歌谣”一栏。该栏前后共出刊 辑，发表

通俗体诗作一百多首，主要是黄遵宪的“新体诗”和珠海梦余生

的“新粤讴”。

“新体诗”不但明显受到民歌和民间说唱的影响，表现出通

俗化的发展趋势，而且直接受外国诗歌的启发借鉴，表现出吸收

外来思想文化的自觉努力。这种既通俗又洋化的诗体，最投合时

人的胃口，特别适应宣传鼓动的需要，所以在“新小说”创刊号

上刚一问世，很快风行海内，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种诗歌形

式，一下子将诗界革命推向了高潮。

早已

“饮冰室诗话”专栏的创办，更是诗界革命的一件大事。“诗

话”不但从理论上积极地推进了诗界革命，而且由于诗话形式的

灵活简便，使这一专栏同时又起到了联络中心和作品选辑的作

用，将“潮音集”的任务也承担了起来。因而，《新民丛报》在

后期（自第五十五号起）干脆取消了“潮音集”，而几乎在每一

号上都要揭载“诗话”。“诗话”也确为诗界革命作出了重要贡

献，特别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主张提出之后，立即成

为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此，

揭出旗号的诗界革命，既有公开的发表阵地，又有遍及各地的作

者队伍，既有大量的作品问世，又有明确的创作纲领，即使按现

代标准要求，也完全可以算作诗歌革新运动。有人认为，“在文

学史上，‘诗界革命’的确不曾直接的、自觉的‘以运动的形式’

出现”

年同盟会的

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相继停刊后，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已经越来越高涨，终于以

成立为分界，取代改良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潮，改良主义的文学改

革运动因而迅速低落，诗界革命也就渐次消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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